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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这本回忆录是为纪念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 !"周年写
的。两国由于种种原因建交较晚，但在 #$%&年 #"月建交
以后，两国关系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仅就两国贸易额而

言，从建交的当年只有 &’% 亿美元，增长到了 &""" 年的
&$(’$亿美元之多，其他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的规模也越
来越大。

我国同作为经济大国的联邦德国建交，是我国解放后

一系列重大外交决策之一，受到了各方面很大的关注。当

时，毛主席、周总理以及邓小平、朱德、李先念同志等都还

健在。他们对推动两国建立正常关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特别是周总理更是周密考虑，亲自安排，发挥了重大的作

用。现在，我们的外交和外事人员正在加快更新换代，他

们对解放后一系列重要的外交决策包括中德建交在内，可

能已不太清楚，甚至完全不清楚。因此，重温当年我国对

外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本回忆录主要

是想让我们的同志了解我们老一辈的领导人当时怎样观

察国际和地区的大局，怎样判断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又怎样灵活运用外交策略，怎样推动预定的外交目标得以

完全实现，从而发扬我们外交艺术的传统，进一步推动我

们国际关系的顺利发展。

我们的很多同志都感到对外交和外事工作了解很少，

甚至觉得很神秘。过去，因担心和防止泄密，对外交和外

事的一些回忆文章和著作等规定甚严。在“文革”的极

“左”思潮泛滥下，我们的工作竟成了“卖国主义”，闹了很

多的笑话，也出了不少的错误。从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

已有了不少的改善，这方面的回忆文章和著作已经多了起

来，但仍然数量太少，过于零碎，也不够系统化。到现在还

没有一本有关外交和外事工作的报告文学、小说、戏剧和

其他文艺创作，除了一些记录片之外，也还没有一部电影、

电视片。对关心我们工作的同志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

缺点。当然，外交和外事工作有很大的机密性，应高度注

意保密。可是，在这个大前提下，也应让群众知道我们的

工作，以便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因此，

这本回忆录也是想让同志们从一个侧面，了解我们老一辈

的领导人怎样为我们创下了外交事业的基础，而且介绍一

些我们外交和外事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其实，我们的工作

同其他的工作一样，做调查研究，观察形势变化；生活也与

其他同志一样，紧张辛苦，简单朴素。

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合作将大为增加，

对外交往也将进一步开展，对外关系将变为复杂，涉外事

务处理的难度也将增大。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高兴之余

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努力缩短并且

最终弥补我们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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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建交三十年

时光飞逝，到 !""!年 #"月 ##日，中国同联邦德国建
交就有 $"周年了。两国关系已到而立之年，相信今后会得
到更稳定和成熟的发展。当时双方不少参与其事并作出

重大贡献的人，其中有我们的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副总

理等和德方的施罗德、施特劳斯、勃兰特先生等，都已先后

逝世了，还有不少的人，包括德方的谢尔总统、施密特总理

等，也都退休了。但是，他们对国内外形势的高瞻远瞩，对

两国关系的深入判断和对外交策略的正确运用，始终铭记

在我们的心里。在这个时候回顾 $"年前两国建交的历程，
特别是周总理的周密考虑和亲自安排，对进一步做好工

作、促进两国关系的更大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我在建交之前担任新华社驻波恩记者，根据采访中了

解的情况曾向国内写了几个内部报告，周总理、毛主席看

到后都作了批示，认为有研究的价值，并且在我回国时接

见了我。在建交谈判开始以后，我被任命为谈判代表。建

交后我调任为我国驻联邦德国参赞，后来又继任大使。因

此，我有幸参与了建交前后的工作，学习到了很多外交外



事方面的知识。现在虽然 !"年已经过去，我也已进入古稀
之年，但回想起当时的情况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我觉

得，把当时的所见所闻写出来应是我的责任，可能对从事

外交外事工作的同志会有所帮助。

我在建交的过程中首先感到的是，在对外工作中，洞

察形势、抓住时机是十分重要的。当时的形势是，从 #$%#
年 &月中美“乒乓外交”，同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到 #$%’年 ’
月尼克松访华，双方签署了上海公报，互换了联络处，中美

关系得到了改善。同时，#$%# 年 #" 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
的合法席位，中国同很多国家建交，打开了同西方国家的

关系。因而，在国际上出现了大三角的形势，对国际局势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还没有与我建交的日本和联邦

德国为此对美国有很大意见，因为过去之所以没有同中国

建立正式关系主要是由于美国影响的结果，而现在美国又

没有把对华政策的改变事先通知他们，以致造成了他们在

外交上的被动，同中国的关系落到了别人的后面。在中国

方面，毛主席、周总理在打开中美关系后，对同日本和联邦

德国的关系也很关心，而且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有可能

与之很快建交。因此，双方都有意愿也有可能建立正式的

关系。

但是，在联邦德国出现了新的情况。社会民主党在

#$($年 $月的大选中取得了胜利，同另一个小党自由民主
党组成了以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为首的联合政府，接替

了战后执政了 ’"年的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
会联盟）政府。勃兰特政府上台以后推行新东方政策，改

善同苏联东欧的关系和两个德国之间的内部关系。鉴于

当时中苏的紧张关系，他们担心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可能影



响这一政策的实行，因而把同中国的关系放在第二位，采

取了先苏后华的政策。可是，成为反对党的联盟党从党派

斗争出发，主张应同时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并且希望到北

京来同我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对政府施加

了很大的压力。周总理高瞻远瞩，一反谈建交问题首先同

政府接触的常规，决定邀请反对党领导人来华访问，造成

了很大的影响，从而打开了同联邦德国政府谈判建交的道

路。结果与原先的估计完全一样，在中国同日本建交差不

多的同时，中国同联邦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不过，在外交外事工作上的判断和决策应该建立在认

真和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可靠基础之上。老一代的外交和

外事工作者都知道，周总理在领导国内外的工作中非常重

视调查研究，常常召集各外事部门的同志包括负责人和主

管的干部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听取各方面的意

见，而且鼓励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在开会时或见外宾前，

常常就国际形势和国别情况提出一些问题来考问参加会

议和接见的同志，谁若答不出来还要受到批评，也有个别

答得太差的甚至被免除了职务。周总理多次说过，国际局

势变化很快，而且虚虚实实极为复杂，要注意跟踪研究，深

入调查。要总览全局，不要受一事一处的表面现象的迷

惑，而且要提倡不同意见，广泛听取意见，切忌人云亦云，

更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当时，在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

发生以后，西方有些报刊和人士幸灾乐祸地认为，苏联将

会战略东移，进攻中国。毛主席总览全局，认为欧洲是块

肥肉，美苏都不会也不能放弃，指出苏联战略不可能东移，

而是同美国争夺欧洲，甚至可能迷惑西方，声东击西。

外交外事人员在调查研究中，当然要重视报刊和其他



文字的材料，应该认真阅读研究，但更重要的是驻外人员

要加强对外活动，结交各界人士，取得活的材料，发现新的

动向。周总理就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不少外国领导人在他

们的回忆录中都谈到，周总理在接见外宾时，常常向他们

提出很多本国和本地区的问题，有时弄得他们狼狈不堪地

答不出来。当时，还是在“文革”时期，极“左”思潮严重，很

多同志不仅不敢大力开展对外活动，而且害怕接触上层人

物，特别是右翼人士。周总理批评这些不正常的现象说，

右派人物大都是当权派，你们不同他们往来，不去了解他

们的想法，能够了解情况、做好工作吗？毛主席更进一步

说，我就是喜欢右派，你们把他们都请来，我也可以同他们

谈。尼克松来，我也是同他谈过的，谈得还不错。周总理

和毛主席拍板邀请联邦德国的一些右翼人士到北京访问，

亲自做了很多工作，终于开辟了两国建交的道路。

我本来长期做新闻工作，对外交工作毫无经验，两国

建交后成了外交官，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我的感觉是，记

者工作当然与外交外事工作有所不同，但共同的最重要的

一点，就是要大力开展对外活动，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而

且，要把这些得来的材料和印象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反

复研究，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得出符合实际的判断，

提出有研究价值的看法。新华社和其他新闻单位的同志

在国际上发生重大变化时，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对这些变

化的看法和建议，因而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表扬的有过不

少，而受到有关部门采纳的更多。同样重要的是，在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看法以后，也有可能同某个部门或某些

同志的看法并不一致，甚至完全不一致，这就需要反复研

究，深入讨论，不能自以为是，意气用事。但如果确认自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看法正确，符合客观实际，就要有勇气坚持自己的意见，

直到事实发展的证明，不能看领导的眼色行事，更不能见

风使舵。当然，也时常会有不正确、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

的看法，那就要服从真理，修正错误，绝不推诿和掩饰。这

对自己来说，也是得到一个长进，增加一个经验，对以后做

好工作是有益的。总之，把调查研究做好，并不容易，要有

客观、认真、仔细、慎重的精神，也要有认真、踏实、负责、顽

强的态度。



中德之间的第一件大事

!"年前，#$%& 年 #" 月 ## 日上午 $ 时，人民大会堂东
大厅里灯火辉煌，众多的联邦德国客人都是第一次到人民

大会堂里来，对这座宏大壮观的建筑称赞不已。五六十位

中国、联邦德国的记者都早已等候在那里，准备采写中国

和联邦德国之间的第一件大事。双方为了加深两国建交

的重大意义，商定两国外长先签字再会谈。我国外长姬鹏

飞在大厅门口同早一天到达北京的联邦德国外长谢尔握

了手，径直走到大厅中央铺着红绒布的长桌旁，在摄像机

照相机的闪闪灯光中签署了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从而为

两国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谢尔是联邦德国的副总理兼

外长、自由民主党的主席，在参加联合国大会后于 #"月 #"
日下午到达北京。双方对这次访问都很重视，周总理、李

先念副总理亲自安排了接待方案，德方也派遣了由 !$名成
员组成、&$名记者随行的庞大代表团，并事先派出了先遣
组。随后，两国外长走入会议厅进行了简短的但意味深长

的谈话，谢尔对姬鹏飞的邀请表示感谢，说他能够作为联

邦德国政府的第一个领导人访华，并在建交公报上签字感



到十分荣幸和高兴。姬鹏飞也对他说，我们签字只有短短

的 !"分钟，但反映了我们两国 !#$#年以来特别是这两年
加强接触以来共同的努力，在这 %&多年中我们从不了解到
了解，从没有接触到有接触，终于在今天完成了建交的大

事，我同你一样感到非常高兴。

李先念副总理下午同谢尔外长举行了会谈。谢尔表

示联邦德国政府十分重视两国正式建交关系，希望今后会

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李先念说，中国政府特别是周恩来

总理也非常关心两国关系的发展，相信双方的合作关系将

会得到加强。晚上，李先念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谢尔及

其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让德国客人和参加宴会的

各国驻华使节和记者感到意外的是，乐队演奏了贝多芬和

其他德国音乐家的乐曲。从“文革”开始以来乐队早已不

再演奏西方乐曲，这是第一次恢复演出，使客人感到非常

震惊，西方记者更是作了大量的报道。其实，这是周总理

亲自安排的。他很重视同联邦德国的关系，依照他严谨、

仔细的工作作风，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有关单位的会议，

检查接待谢尔外长的准备工作。在结束时，他突然提出，

在欢迎晚会上是否可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大家对

他在“文革”的滚滚寒流中提出演奏《欢乐颂》，先是大吃一

惊，后来感到了他的用意，一致表示同意。他就要外交部

礼宾司的同志打电话问中央乐团的李德伦同志是否能演，

李说乐团自“文革”以来已不再练习西方乐曲，而且很多人

也已去了干校，在很短几天内不可能演奏交响曲，但他建

议在宴会上演奏贝多芬和其他德国音乐家的短曲子。周

总理同意了这个建议。在这之后，在欢迎外宾的宴会上又

恢复了演奏他们国家音乐家的作品，终于引起了“四人帮”



的恼怒。不久，“四人帮”发动了矛头针对周总理的批判

“无标题音乐”的运动。

在 !"日下午，周总理接见了谢尔外长。周总理谈了对
国际上一些重大问题和两国关系的看法后说，两国建交揭

开了两国关系崭新的一页，今后经过双方的努力两国关系

将会进一步发展。两国可以合作的方面很多，特别是经济

科技方面。他指出，联邦德国始终没有同台湾建交，这是

已故总理阿登纳的有远见之举，令人钦佩。他这个话是有

所指的。在两国建交谈判代表草签建交公报、谢尔外长应

邀访华之前，在波恩的台湾分子以“自由中国新闻处”的名

义，邀请德国各界人士和华侨参加他们“双十”伪国庆的招

待会。我国外交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同德方进行了严正

的交涉，德方采取措施迫使台湾分子不得不取消了招待

会。

周总理在谈到德国问题时说，德国问题应按照两个德

国的人民的愿望，由两个德国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自

己协商解决。他还表示，中国支持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

国。谢尔对我国支持两个德国加入联合国的立场表示感

谢。西德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新政府 !#$#年成立后推
行新东方政策，大力改善同苏联、东欧和同民主德国的关

系，两个德国也拟订了同时加入联合国的计划。西德估计

我国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投反对票，但中苏关系恶化，西德

同我国又没有外交关系，它也感到没有完全的把握。因

此，谢尔这次访问的目标之一也是要试探我国的立场。

当天晚上，谢尔外长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德

方对在北京的第一次正式宴会很重视，所有的食物、酒类

和饮料都是从德国用飞机冷藏运来的，还派来了获得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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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厨师长烹调真正的德国大菜。李先念副总理及各部门

的负责人都出席了宴会。德方邀请了很多的中国客人，但

可能由于对中国没有足够了解，也由于德国人拘谨的作

风，没有像其他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一样一再邀请周总理出

席，因而错过了再次同周总理晤面的机会。其实，周总理

从两国关系考虑，曾告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如果德方邀

请，他是准备出席的。中国客人自“文革”以来对西菜已是

久违了，虽然冷藏运来的德国大菜不怎么样，仍吃得津津

有味。德国厨师长按照德国的习惯，在宴会中间到大厅来

向贵宾征求对饭菜的意见。中国客人对他戴的厨师的又

高又大的白帽子暗暗好笑，因为在“文革”中造反派就是给

“走资派”戴上这样的大帽子拉去批斗的，而且不少人在

“文革”初期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还是不知做了多少次

检查后才在不久之前“解放”的。

谢尔外长在北京访问 !天后于 "#日回国。本来我们
邀请他到外地看看，他表示感谢，说这次访问印象很深刻，

也想多看看，但因为国内大选在即，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

做，只能留待下一次了。他说，只要他的自由民主党在大

选中仍能保持进入联邦议会所必需的 #$以上的选票，他
还将到中国访问。自民党是一个小党，但在两个大党联盟

党和社民党在议会中都得不到绝对多数的情况下，就处于

很有利的地位，可同大党组成联合政府。自民党过去长期

同联盟党组织政府，"%&%年大选中社民党超过联盟党成了
第一大党，自民党改变策略，同社民党组成了政府。联邦

德国宪法规定，所有政党在大选中都必须取得 #$以上的
票数才能进入联邦议会。



往 事 回 首

谢尔外长访问结束后，我就到外交部办了手续，正式

调到外交部工作。我被任命为驻联邦德国使馆的参赞，在

!"月 ! 日作为临时代办率建馆小组到达波恩筹建使馆。
不久，双方都任命了老资格的大使，我方是王雨田同志，德

方是保尔先生。从此，我离开已工作了 "#年的工作岗位，
成了外交队伍中的一员。我原来是新华社驻联邦德国波

恩的记者，在 !$%$年 !"月去那里工作的。解放后，我先后
在朝鲜、巴基斯坦、加纳、几内亚、马里、古巴担任过常驻记

者，在国外工作了 !&年。新华社在 !$&’年同西德的德意
志新闻社就互派记者达成了协议，并在波恩建立了新华分

社。长期来，在波恩只有新华分社一家，没有其他中国的

机构。所以，我到波恩后，除了新闻报道外，还要做好外交

上了解情况和转达联络的工作。我先后就欧洲局势和两

国关系给国内写了几篇报告，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

视。我在 !$("年 (月中旬回京时周总理同我谈了多次，毛
主席也接见了我。’月，两国决定在波恩进行建交谈判，外
交部照会德方任命我为中方的谈判代表。谈判结束后，周



总理又指示调我到外交部工作。我回国参加接待谢尔外

长访华时，已不能再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可在外交部内

还没有名义。部内一些同志为我用什么名义费了很多的

脑筋，拟议了好几个方案都定不下来，最后只好仍用“谈判

代表”的名义。虽然谈判早已结束了。有的德国记者不了

解，问我是否还有什么问题要谈。这是我到外交部后遇到

的第一件事，过去在新华社不管大小都是记者，没有名义

的问题，现在成了“官”，就有名义的问题了。当然，我也感

到自己的责任更大了。

我到波恩分社工作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

过去一直在第三世界工作，不懂德文，也没有研究过德国

问题。当时，德国问题包括柏林问题是战后东西方矛盾和

冲突的焦点，情况很复杂，变化也很快，国内极为重视和谨

慎，各单位都有专门的同志处理两个德国的事，局外的人

一般是不过问的。因此，!"#" 年 !$ 月新华社军管小组的
负责同志通知我去波恩分社工作，并且要在年底之前赶

到，使我大大感到意外和吃惊。那时，新华社根据周总理

的指示正在逐步恢复在“文革”中由于主要记者全部调回

而陷于瘫痪的国外分社，我已知道领导仍要派我到国外工

作，但估计是到我熟悉的英语或法语的国家去，怎么也没

有想到会去联邦德国。军管小组的同志向我解释，现驻波

恩的记者项前同志刚刚确诊患了癌症，要马上回国手术治

疗。波恩只有新华社一家，不能没有记者在那里。我出国

手续已全部办好，要找德语的记者已来不及办理手续，因

此我要先去顶一个缺，等以后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再去接替

我。我深知办出国手续的困难，当时“文革”正在进行，极

“左”思潮泛滥，原来的干部处已经“打倒”，成立了一个人



数很少的工作小组，不仅要对记者的历史、经历、思想、言

行进行审查，而且还要对他们上下左右三代的关系全部搞

清，所以少则半年，多则一年多，才能审查完毕，再决定能

否出国。我虽然觉得这个岗位不太合适，但考虑到实际的

情况，而且我是“文革”后派出的第一个老记者，应该接受

并且尽快赶到那里去。那时，出国前要参加学习班四个星

期，白天学晚上也要学，在业务上已没有多少时间来做准

备，而且许多书籍特别是外文书籍“文革”以来都已封存或

者销毁，我只是抢很少时间看了一些有关德国问题的简单

介绍材料就出发到波恩去。我赶到那里时，已是 !"#"年最
后一天的中午。

我这次出国距上次回国已有四年多了，回忆起来不免

感慨万分。!"#$年我从古巴回国，本来要我去南美担任常
驻记者，但好多国家都不给签证，因而到四川去参加了一

期四清运动，后来又要我去英国伦敦，还没有来得及办手

续，“文革”就开始了。我一下子成了新华社“黑帮”的“红

人”，而且还是“三反分子”，在社内的劳改队劳动了整整两

年。后来，经过几个月的内查外调证明我不是叛徒特务，

只是出身不好，受了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终于得到“解

放”，恢复了工作。我已万念俱灰，根本没有想到还会出国

工作。中共“九大”召开以后，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问到新

华社驻墨西哥记者，参加会议的新华社同志说，他早已回

来参加“革命”了。周总理很气愤，批评为什么不请示不报

告。当时，绝大多数新华社国外分社的记者都已回国，有

些分社空无一人，有些只有个别翻译、报务员或者工勤人

员看家。周总理责成新华社军管小组负责人立即派出记

者，恢复国外分社的工作，并且在派出的记者中要老中青



三结合。我那时 !"岁，当记者已有 #$多年，所以是老记者
了。我知道这次再被派到国外工作很不容易，阻力是很大

的。在国际部领导成员（“文革”后称为“勤务员”）的会议

上讨论我到国外工作时，一个造反派“勤务员”说，像这样

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先上山下乡三年，再派到国外去

才行。另一个过去同我相当熟悉的老编辑还写信给军管

小组，说不应让这样的“三反分子”出国，甚至还有人控告

我是什么“五一六”分子。我感到这次出国同过去有很大

不同，不仅对我自己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将为更多的老

同志能够出国工作创造条件。很多老记者看到我终于得

到通过非常高兴，向我祝贺，鼓励我到国外后努力工作作

出新的成绩。我也表示不辜负大家的期望，虽然困难很

大，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内 外 情 况

我在 !"#"年底离开北京到波恩时，内外情况都是很困
难的。“文革”的大破坏已达到了高潮，打内战不断升级，

很多城市和地区处于混乱状态，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群

众的不满意见越来越大。新华社内部两派的斗争也日益

激烈，双方刚刚捉过叛徒、特务、反动文人，又追查“五一

六”分子，很多干部被批斗、挨打和关押，气氛十分紧张。

同时，在国际上，除了美国的敌对外，苏联大军压境，!"#"
年 $月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的事件，“四人帮”
的走卒甚至叫嚷什么“要准备美帝苏修一起来”。西方国

家的一些人士和报刊纷纷幸灾乐祸地推测苏联要改变战

略进攻中国。苏联的战略究竟是继续向西与美国争夺欧

洲，还是转而向东进攻中国，在国内外都有不少不同的议

论。中央发布第一号命令，把大批干部及其家属在短短几

天内放逐到很远农村里的干校去。很多在第一批名单上

的同志及其家属哭哭啼啼收拾行装，变卖家具，悲惨的情

况目不忍睹。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新华社也有很多同

志及其家属到山西的干校去，很多同志到车站去送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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